
 

1 

澄波與決瀾──陳澄波與 30年代上海新派洋畫運動的一段因緣 

Chen-Po and the Juelan Society─On Relations between Chen, Chen-Po and the 

Western Style Painting Movement in Shanghai in 1930s / Hsiao, Chong-ray 

蕭瓊瑞 Hsiao Chong-Ray 

 

摘要 

2014 年是陳澄波 120 歲的冥誕，為紀念這位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前輩畫家，

一連串的專題展，從臺南、北京、上海、東京、臺北陸續展開，分別從不同的面

向，探討這位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藝術家，各個不同時期的創作思維與藝術特質。 

本文是以陳澄波居留上海的五年間（1929-1933），和上海藝壇，尤其是新派

洋（西）畫家交往的情形，以及相關的畫作，進行重點式的分析、探討；也對

30 年代西畫家在「中西融合」此一課題上的努力，作一析論。最後則以陳澄波

和「決瀾社」的一段因緣，作為結束；並指明這段因緣，對日後臺灣美術運動可

能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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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澄波（1895-1947）正式受聘上海藝苑、新華藝專、昌明藝專任教的 1929

年，也正是第 1屆全國美術展覽會（簡稱「全國美展」）於上海盛大舉辦的一年。

陳澄波以留學日本東京美術學校，且曾經入選日本最高美術競賽殿堂「帝國美術

展覽會」（簡稱「帝展」）的資歷，提供 3件作品參展，分別是：《清流》（1929）、

《綢坊的午后》（1929）和《早春》（1929）；同時，另一位也是來自台灣而居留

北京，創辦北平美術學院、自任院長的王悅之（1894-1937），也有 4件作品參展，

除 1件目前下落不明的《裸體》外，其他 3件分別為：《灌溉情苗》（1928-1929）、

《願》（1928-1929）及《燕子雙飛》（1928-1929）。這些作品，幾乎成為首屆全

國美展迄今僅存的少數幾件當代作品1，是瞭解近代中國 1920 年代即將跨入 30

年代的重要史料，也是探討 30 年代中國洋（西）畫運動，尤其是所謂「新派」

繪畫，重要的切入點；而這些作品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即是在以油彩為媒材

的畫面中，嘗試融入具有中國水墨繪畫特色的用心，也就是對「融合中西」課題

的關懷和努力。 

 

■ 

油彩作為一種西方的媒材，在十七世紀初葉，隨著傳教士傳入中國，即有以

油彩模擬水墨畫構圖，表現中國當地風景的一些作品出現，如：傳為利瑪竇

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所作的屏風繪畫《野墅平林》（現藏遼寧省博物館）；

之後油彩以其高度寫實的特質，成為宮廷畫家為皇室成員繪作人像的利器，如：

郎世寧（1688-1766）為「慧賢皇貴妃」所畫的正裝半身像（現藏北京故宮博物

院），及為「香妃」所畫的大半身戎裝像（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）等。2（圖 1、2） 

不過，從中國人創作的角度檢視，油彩脫離民間裝飾繪畫或寫真畫的功能，

成為專業畫家思維、創作的媒材與手段，則是要到二十世紀的清末民初之際，才

變得顯著。其中思想界與教育界中人的呼籲，顯然更突出於藝術界本身。 

1917 年，五四爆發前兩年，康有為、呂澂、陳獨秀等人，即曾就中國美術

與現實生活的脫節，提出激烈的改革意見3。其中，康有為針對西洋畫的特色、

首倡「寫實」之重要，認為：唯有寫實存形的繪畫，才能產生勸善戒惡的功能，

也才是世界美術之正軌。他說：「今見善足以勸，見惡足以戒也，若夫傳神阿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些作品，除《早春》原件佚失、僅存黑白圖片，《裸體》下落不明外，其他 5件均仍保存良

好：《清流》由家屬存藏，《綢坊之午後》 (一度誤名《蘇州》)存藏台北市立美術館，《灌溉情

苗》、《願》及《燕子雙飛》則均存藏於北京中國美術館。 
2 詳參李超《中國早期油畫史》，上海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4年。 
3 參邵大箴，〈「五四」運動和中國美術〉，《藝術家》168 期，1989 年 5 月，台北，頁 94-1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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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形之迫肖云爾；非取神即可棄形，更非寫意可忘形也。」4又說：「偏覽百國作

畫皆同，故今歐美之畫與六朝唐宋之法同。」5
 因此，他強烈批評宋代蘇（東坡）、

米（芾）以來「以禪入畫」、「不求形似」的作風，而盛讚郎士寧之將寫實畫法帶

入中國，並期待能有「英絕之士應運而興」，合中西畫法，開闢中國繪畫之新紀

元，否則「如仍守舊不變，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。」6
 

簡言之，康有為基本上是站在中國水墨的媒材本位立場，呼籲結合中西畫

法，以寫實精神為最高準則，來尋求中國繪畫的新出路。 

當康有為大聲疾呼上述思想的同時，思想學者呂澂與陳獨秀，也在同年

（1919）的《新青年》雜誌上，激論美術革命的思考7。 

首先，陳獨秀以雜誌主編身分，同樣批評文人寫意畫的「不尚肖物」、「輾轉

傳抄」。他具體提出：「若想把中國畫改良，首先要革王畫的命。因為改革中國畫，

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。」8
 

此一說法，正與康氏見解不謀而合。他進一步說：「畫家必須用寫實主義，

才能發揮自己的天才，畫自己的畫，不落古人的窠臼。」9
 

陳氏的思想，主要是基於「寫實主義合乎科學精神」的基本認知，他曾說：

「要擁護德先生（民主），便不得不反對孔教、禮法、貞節、舊倫理、舊政治；

要擁護賽先生（科學），更不得不反對舊藝術、舊宗教。」10
 

相較之下，呂澂的說法似乎較具學理的均衡性，他左批傳統中國：「自昔習

畫者非文士即畫工，雅俗過當。」右批西畫風潮：「俗士騖利，無微不至，徒裝

西畫之皮毛，一變而為艷俗，以迎合庸眾好色之心。」他認為要救當前中國美術

之頹弊，唯有「以美術真諦之學說，印證東西新舊各種美術，得其真正之是非，

而使有志美術者，各能求其歸宿而發明光大之。」11
 呂氏之說法，雖不免偏於

原則性的學理分析，但言詞中，已可窺見超越純粹表象寫實、試圖「融合中西」

的思想傾向。 

康、陳、呂三氏的說法，明顯反映出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界對傳統美術與西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見康有為《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》，原刊《中華美術報》，上海，中華美術專門學校，1918年

10月；同時由上海長興書局印行單行本。本文採 1977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重刊本，見頁 91。 
5 同上註。 
6 同註 4，頁 105。 
7 陳獨秀，〈美術革命〉，《新青年》6卷 1號，1918年 1月 15日。 
8 同上註。 
9 同註 7。 
10 同註 7。 
11 呂澂，〈美術革命〉，《新青年》6 卷 13 號，1918 年 1 月 1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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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術的看法及限制，儘管他們都有融合中西美術、創造中國繪畫新紀元的期待，

但在中西美術的比較上，他們也都只能片面地指出西方「寫實主義」的「優點」，

卻始終看不到中國繪畫的長處。因此康有為才會以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拉斐爾為

美術最高的典範12，又極力推崇將寫實手法帶進中國的郎世寧13。 

知識份子對作為文明精華的「美術」提出看法，固然是一件值得肯定之事；

但囿於當時有限的西洋美術知識及對中國繪畫發展歷史理解的不足，康氏等人的

說法，顯然「糾舉時弊」有餘，「指引未來方向」時，則不免趨於狹隘甚至誤導。

與康氏情誼匪淺的徐悲鴻14，正是帶著這樣的理解與堅持，在 1919 年五四爆發

前夕的三月間赴法留學，並在 1920 年發表《中國畫改良論》15，其基本觀點正

是建立在前述的思想架構之上。 

相對於徐悲鴻以「寫實」為最高典範的「國畫改革論」，以上海為中心的南

方藝術界，在 1920 年代中後期，顯然也逐漸形成一股不同於前述思維的洋畫主

張，號稱「新派」。根據陳抱一（1893-1945）〈洋畫在中國流傳的過程〉16一文的

描述，這一股力量，正是以稍後由陳澄波擔任西畫科主任的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為

核心。陳文寫道： 

約民十六年（按：約 1927）春天，「新華藝術專科學校」也出現了。這是

由「上海美專」某次風潮的脫退師生所組成。據說最初為曾主理「美專」

師範科的俞寄凡所主持，經過改組之後，就請徐朗西氏為校長。……以前，

汪亞塵氏有許多年間曾是「上海美專」教授之一，大約民二十年（按：約

1931）春，汪氏由巴黎回來之後，也成為「新華藝專」之主要的主持者了。 

在那時的洋畫倡導的複雜情態中，我已經發現早已有了一點革新的衝動

（這並非僅指當時傳入的作風新傾向）……亦即「對於基礎不健全的洋畫

運動，力求以更明顯的意識來開拓一條健全而有效的洋畫倡導之路

徑」……這種意識已漸見顯明的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康氏於 1921 年贈詩劉海栗，謂：「畫師吾愛拉斐爾，創寫陰陽妙逼真；色外生香饒隱秀，意

中飛動更如神。」轉見前揭邵大箴文；另參卓聖格《徐悲鴻研究》論康有為一節，台北，台

北市立美術館，1989 年，頁 44。 
13 參前揭康有為，《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》，原刊《中華美術報》，上海，中華美術專門學校，1918

年 10月，頁 105。 
14 徐氏乃康有為之及門弟子，參見前揭卓聖格書；及〈悲鴻自述〉，《徐悲鴻藝術文集》（上），

台北，藝術家出版社，1987 年 12 月，頁 9。 
15 見前揭《徐悲鴻藝術文集》（上），頁 39-45，原載 1918 年 2 月，頁 23-25《北京大學月刊》。 
16 參李松編著，《徐悲鴻年譜》，北京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5 年 3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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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那個時期，尚不見有專門的美術批評家，惟在洋畫界當中，對於洋畫的評

論也日漸多了。在一些程度較好的美術青年的眼光中，已漸次能夠辨別某

一種舊派某一種新派。這一種情形，也足以反映那時期的洋畫潮流已非民

國十年（按：1921）以前那般簡單；而由於種種對照，更形複雜了。在各

種展覽會或美術學校的成績展中，他們會從大部份陳舊的通俗派洋畫之

中，找到一些筆調較活的印象派作風；除了大部份生硬未熟的作風之外：

也會見到一些色調鮮麗氣象清新的作風。在各式各樣的作品與作風上的複

雜狀態之中，已足使他們見到有兩種不同的潮流。  

 

所謂兩種不同的潮流，就其大體看來，也好像是性質相異的兩種傾向……

一種就是：對於洋畫的實際和理論，不求甚解似的，所以往往「只把洋畫

之皮相的傳入，或模倣抄襲為滿足」。另一種是：對於洋畫的實際和理論，

覺悟非有深入的體驗研究不可，「因此容易著眼於洋畫（藝術）發展之理

路。」17
 

引文開端所提俞寄凡（1891-1968），正是最早聘任陳澄波擔任新華藝專西洋

畫教授的該校校長18，而汪亞塵（1894-1983）也是一位畫家，1921 年畢業於東

美，算是陳澄波的學長，也正是陳澄波離開上海時的新華藝專校長。1933 年 6

月 25 日汪亞塵還寫信給陳澄波，信中曾提及「……洋畫部……又聘陳抱一擔

任……」19云云，陳抱一正是前引〈洋畫在中國流傳的過程〉一文之作者。由此

可見：陳澄波與新華藝專，尤其是與前引文中所謂的「新派」洋畫之密切關聯；

換句話說：上海「新派」洋畫運動，即使並不是由陳澄波主導推動，但陳澄波涉

入之深，尤其是擔任主要推動學校──新華藝專的西畫科主任，其關係之密切，

應是可以理解且證見的。 

 

■ 

事實上，早於陳澄波 1929年赴滬任教之前的 1920年，即有台灣留日美術學

生王悅之20，受到「五四運動」的激勵，在東京美術學校學業尚未結束之際，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見陳抱一，〈洋畫運動過程略記〉，原刊 1942年《上海藝術月刊》5-12期；後以〈洋畫在中國

流傳的過程〉為題，重刊於《藝術家》35期，台北，1978年 4月，頁 27-28。 
18 參見陳澄波新華藝專聘書，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藏。 
19 參見汪亞塵信函，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藏。 
20 王悅之，原名劉錦堂，台灣台中人，拜中國國民黨中常委王法勤為義父，改名王悅之，號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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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匆趕赴上海，意欲投入救國建國的革命大業；但在義父王法勤（1869-1941）

的規勸下，重回「東美」，完成學業。隔年（1921），再趕赴北京，入北京大學中

文系進修，並在義父支持下，創辦私立北平美術學院，自任院長。1928 年，應

林風眠（1900-1991）之邀，南下杭州，擔任「西湖藝術院」（後改杭州藝專，今

中國美術學院）西畫科主任；同時，也擔任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，及第 1屆全

國美展籌備委員會與審查委員等職務。《灌溉情苗》、《願》及《燕子雙飛》正是

完成於此時，並提出參展全國美展的作品。 

這 3件作品，都是布上油彩的創作，卻打破西方慣常採用的畫幅規格21，採

長條幅的型式。《灌溉情苗》和《燕子雙飛》尺寸相同，均長約 180公分、寬 69

公分，《願》尺幅稍短，長 126公分、寬 68公分，都明顯是來自中國傳統水墨繪

畫條幅的型式比例影響。《願》和《灌溉情苗》是較具超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傾

向的作品，以近於概念化圖式的人物造型，塑造出一個詩意夢境般的理念世界。

畫家此時，顯然正陷入一個情思深切的浪漫情懷之中，或許是異地的旅遊，或許

是西湖的美景，觸動了他許多年少時光戀情的回憶 。《願》，取意「在天願作比

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」（後改名《七夕圖》）22（圖 3），畫中男主角，應即畫家

本人，身著黑色西裝，左手捫胸，右手握著捲成筒形的文件，神情堅定而嚴肅，

應是誓言對愛情的忠貞；女主角身著柔軟寬幅長裙，雙手交叉於胸前，曲身半跪，

表達對託負終身的人一種完全的信賴和順從。遠方的星斗和比翼的雙燕為證，畫

幅左下方還有一株開著雙花擬人化般相依偎的植物，即所謂的「連理枝」。植物

的造型拙樸而富詩意，一如日後旅法畫家常玉（1938-1997）的盆花風格。唯有

深情之人，才有如此細膩的心靈，也唯有如此細膩的心靈，才能有如此真切樸實

的作品。畫家曾有長詩一首，當中有云：「修書與君約，立志堅如玉；一年一回

來，七夕君莫錯。」23似乎是對少年時期一段不為人知的愛情之回憶。 

美好的感情，要用一生的力量去辛勤灌溉，《灌溉情苗》後稱《灌溉情苗圖》

（圖 4），視點從搭成星橋的鵲鳥開始，沿著下滑的地平線，中經取水灌溉的女

子，最後落在畫面下方女子腳邊的情苗。西方古典主義中以肩部扛著水罐的裸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芝。王氏生平詳參其子劉藝〈劉錦堂的生平與藝術〉，《劉錦堂百年紀念展》，台北，台北市立

美術館，1994年 8月。 
21 西方傳統油畫規格，基本上分風景型（P）、人物型（F）、海景型（M）三類，比例均不同於

直長型條幅型式。 
22 謝里法，〈妾悔作君婦，好為名利章──30年代成名於北平的臺灣畫家王悅之〉，《臺灣文藝》

89 期，1984 年，臺北。 
23 同上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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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圖像，在此極其自然的轉化為一個謙卑辛勤的東方女子。百褶裙綿密線條的

流動，豐富了這個可能流於單調的構圖；貧脊荒涼的大地，才尤其需要辛勤不懈

的灌溉。據云圖中取水灌溉的女孩，係仙界人物，她有感於塵世間痴男怨女的不

幸，特培育了一種名為「情苗」的植物，此植物一株雙葉，即人間一對夫妻，免

去戀愛擇偶之苦。畫面上方的鵲橋，背負著牛郎、織女星，也是以七夕象徵愛情

之堅貞，全幅充滿著濃郁的神話意味24。 

當時的評論者胡根天在〈看了第一次全國美展西畫出品的印象〉文中，寫道： 

王君幾年前的作風是明快的、現實的，現在則主觀的氣氛很濃厚，並且表

現出東方趣味，色調也轉而傾向陰暗，他的題材《灌溉情苗》、《願》、《燕

子雙飛》都是富於抒情的意味，描法是平板的，並且加上黑線條，看來有

幾分像壁畫，這種作風，在中國今日的畫壇還沒多見，日本方面，則小杉

未醒、橫山大觀、橋本觀雪諸人很有相類，不過他們寫得更為輕淡而神秘，

王君則寫得頗沈重，現實意識也仍處處表露出來，尤其是《燕子雙飛》一

幅。25 

《燕子雙飛》，又名《燕子南飛圖》（圖 5），是一幅較具寫實風格的作品，

但仍充滿中國水墨繪畫的韻味。在構圖上，將一位身著長衫、蹺腿抱膝、坐在陶

瓷座椅上的女子，置於下半方，斜側的身子，正好讓出舉目上望的空間，上方是

一雙斜向下飛的燕子，以及下垂的柳枝；隔著波浪起伏的中國式庭院圍牆，牆外

是兩株一粗一細的喬木，遠方則是輕淡的起伏山巒及廣闊的湖面，這顯然正是西

湖的景緻。整幅色彩，以接近褐色的統調，加入一些人物的紅、黑主體，給人一

種類似中國傳統水墨的印象。而畫家曾自填〈點絳唇〉一首，表達濃厚的文學意

境：「燕子南飛，歸巢猶自呢喃語。春情如許，獨自添愁緒。又近黃昏，新月窺

朱戶。相思苦，年年如故，沒個安排處。」26既由中國北方來到南方的西湖，燕

子仍然南飛，將飛向何處？自是更為南方、隔著海峽的故鄉台灣。王悅之，原名

劉錦堂，乃台灣台中（古名葫蘆墩）人，是台灣最早的留日美術學生之一。 

南下杭州的時期，王悅之又有《芭蕉圖》（1928-1929）一作，和《燕子雙飛》

應可視為姊妹作（圖 6）。約略相同的大小型式（176×67公分），描繪一位光頭蓄

鬚、身著黑色長袍、頸掛大串佛珠的男子，正襟危坐，盤腿蒲坐在一棵巨大的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見前揭劉藝，〈王悅之作品考〉，《書苑徘徊──劉藝書法圖文選集》，青島，青島出版社， 1997

年 1月，頁 137。 
25 參劉瑞寬，〈中國美術的現代化：美術期刊與美展活動的分析（1911-1937）〉，台北，台灣師範

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，2003年 6月，頁 265。 
26 同上註，頁 1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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蕉樹下；前有車前草，後有蓮蓬、蓮葉，遠方是輕淡的山巒及拱橋、長堤、扁舟，

也是西湖景緻。同樣是布上油彩的畫作，但這樣的構圖，幾乎就是「海上畫派」

任伯年（1840-1895）等人水墨「高士圖」的延續；而畫中的人物，不是別人，

正是畫家自己。1930 年，王悅之重回北京，一度擔任私立新華藝專校長，也接

續此前在京畫業，主持他所創立的私立北平美術學院；期間，畫家還有《自畫像》

（1930-1934）等作，也是充份展現東方繪畫的特質。27（圖 7） 

王悅之南下擔任西湖藝術院西畫系系主任期間，是否和陳澄波有過交遊、接

觸？頗令人好奇。因為 1928 年，陳澄波仍就讀東美研究科時，即曾畫遊西湖，

留下幾件寫生之作及和畫友的合照。以同為「東美」台籍校友的情誼，又年齡相

仿，兩人見面的可能性極大，可惜未留下相關的資料和證據。 

1929年，首屆全國美展舉辦，陳澄波也以《清流》、《綢坊的午后》、《早春》

等 3件作品參展。其中《清流》一作，除另以「無鑑查」資格參加第 3回「台展」

（1929）外，據陳澄波自述：1932 年，還曾以「中國十二代表畫家」身分參展

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「世界博覽會」28；儘管目前仍查不到參展世博的相關資訊

或史料，但這件作品深受畫家本人的珍惜，則是十分明確的事實。1947 年 3 月

25 日，畫家罹難的當天清晨，以筆記本的全頁紙張，寫下數封遺書，除寫給家

人交待後事外，另有一封寫給「藝術界同仁」，提及：將自己的畫作全數賣掉，

用來支持他所推動成立的「台陽展」29。但是稍後又不放心，再以小紙條，匆匆

寫下：「西湖斷橋殘雪（按即：清流）之繪，為家保存之。」數行字，可見他對

此幅作品之特別珍愛，臨終仍心懸掛念之。 

《清流》一作，高 60.6 公分、長 72.8 公分，同樣是一件畫在畫布上的油彩

作品，但以中國傳統水墨畫經常採取的「一河兩岸」構圖，將拱橋置於畫面中景

處，前方有一對背向觀眾併坐的情侶；同樣的點景人物，也次第出現在稍遠的「之」

字形的湖岸岸邊，指引觀眾的眼睛延伸轉向橋上的又一對情侶。湖面有船隻，湖

中有倒影，兩邊的枯枝樹木，以中國毛筆式的筆觸，勾撇畫成；遠景則是較清淡

（雖是濃彩畫成，但色調清淡）的山影，以對比於畫面最前方、較濃重的一些石

塊或樹幹，藉此拉開了景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詳參蕭瓊瑞，〈王悅之與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──從「中西融合」角度所作的觀察〉，原刊《臺

灣美術》46期，1999年 10月，台中，頁 10-22；收入氏著《激盪．迴游──台灣近現代藝術

11家》，台北，藝術家出版社，2004年 3月，頁 6-23。 
28 見陳澄波自撰履歷，家屬藏。 
29 「台陽展」即台陽美術展覽會，是陳澄波與同時代西畫家於 1934年共同推動成立的「台陽美

術協會」每年的巡迴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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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說：這幅作品具有中國水墨繪畫的特色，除了前提的題材、構圖，與筆

觸外，其實更明顯的是：色彩。具體地說：這幅《清流》，打破了西方油彩繪畫

長期以來擅用「物像固有色」的傳統，代之以一種中國水墨繪畫的「統調」概念。

西方傳統繪畫，基於「寫實」、「求真」的概念，希望再現物像的形象、色彩，與

質感，因此「樹葉是綠色的」、「樹幹是褐色的」、「天是藍色的」、「橋是紅色的」……

等等，此即所謂的「物像固有色」。但這幅作品，除了天與水的局部藍色以外，

大幅壓低了物像的固有色；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種接近黃褐色的「統調」氛圍，一

如水墨繪畫的「黑白」統調概念。 

陳澄波之有這樣的表現，絕非無意識的偶然，而是一種深具自覺的經營。1934

年，已是離滬返台的隔年，接受《台灣新民報》記者的訪談，仍提及中國傳統水

墨對自己創作的影響，說： 

我因一直住在上海的關係，對中國畫多少有些研究。其中特別喜歡倪雲林

與八大山人兩位的作品，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個畫面生動，八大山人則不

用線描，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。我近年的作品便受這兩人影響而發生

大變化。我在畫面所要表現的，便是線條的動態，並且以擦筆使整個畫面

活潑起來，或者說是，言語無法傳達的，某種神秘力滲透入畫面吧！這便

是我作畫用心處。我們是東洋人不可以生吞活剝地接受西洋人的畫風。30
 

陳澄波對「擦筆技巧」的運用，除了油彩畫，更展現在大批淡彩速寫的作品

中，而這些作品，大部份正是他居留上海、任教藝專時的教學示範之作。31
 

為何同為台籍畫家、同為「東美」畢業生的王悅之和陳澄波，會在首屆全國

美展中，不約而同地提出這類具有「融合中西」傾向的油彩作品？這顯然是近代

中國美術史發展一個有趣且值得重視的問題。 

 

■ 

關於王悅之的部份，或許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，但就陳澄波而言，陳澄波出

生於漢塾教師的家庭，在 15歲那年父親守愚翁（1867-1909）過世之前，陳澄波

在父親要求下，對漢學的學習，包括：書法、詩詞等，已然種下待時萌發的種子。 

俟 1924 年赴日留學，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，他不似大多數台籍美術留學

生的選擇「西洋畫科」，而是進入以教學為職志的「圖畫師範科」。而這樣的科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〈隱藏線條的擦筆（Tounch）畫〉，《臺灣新民報》，1934年秋。 
31 見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策劃出版，蕭瓊瑞主編，《陳澄波全集Ⅲ：淡彩速寫卷》，台北，藝術家

出版社，2012年 3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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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，也使得他在純粹的「西洋畫」的學習外，更觸及東洋畫、書法、工藝、心

理學……等等更具通識性的課程訓練。而在這樣的科別背景之外，當時日本畫壇

正在興起的一股「東洋熱」，也顯然強烈地影響了他的文化認知與創作意識。 

早在明治維新初期，日本大舉學習西方文化藝術之際，義裔美籍學者費諾羅

沙（Ernest F. Eenollosa, 1853-1908）即忠告日本人：世界最精美的工藝在東方。

這也直接影響了東京美術學校始創之際的學科配置，先設東洋畫科，雕刻科中也

以傳統的木雕為主軸。 

俟 1920年代，隨著日本國勢的抬頭，「東洋」的概念也逐漸加強，當時的東

美校長正木直彥（1862-1940），在日本政府的日華文化交流活動中，扮演重要角

色。他是「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」的日方發起人之一，此一展覽會，自 1921 年

起，在兩國間輪流舉辦；1925 年，也正是陳澄波赴日留學的第二年，正木校長

受日本外務省之託，帶領一團青年學子訪問中國，返日後曾撰一文〈南支那旅行

談〉，刊載於東美的《校友會日報》中32，大力讚賞「支那」（China，中國）藝術

的優秀，以及學習「支那」傳統美術的重要。這樣的論點，受到該校美術史教授

大村西崖（1868-1927）的支持，他甚至主張：學子們應該捨西洋而去研究「支

那」古代的美術作品。33這樣的「東洋熱」明顯地影響了甫剛展開美術專業學習

的陳澄波，在他的收藏中，就有 1926 年在東京舉辦的「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」

的美術明信片，和 1928年出版的《アサヒグラフ》（「唐宋元明名畫展號」專輯）。

34
 

1928 年，陳澄波首次畫遊杭州西湖，所創作的幾件作品，已顯露對中國繪

畫特色的吸納與嘗試，包括：《西湖泛舟》橫長的畫幅及構圖，明顯來自中國卷

軸繪畫的啟發；《湖畔》的灰階色調，既有著西湖多霧的天候特質，也有著水墨

般的趣味；《西湖東浦橋》被當時論者評為：「兩株柳樹帶有不少南畫清楚氣氛。」

（圖 8）35乃至《杭州古厝》（一名《岳王廟》），三段式的平行構圖，下方露出的

荷葉，也是不同於西方繪畫的手法。 

1929 年，陳澄波自東美研究科畢業，他原本計劃再赴巴黎深造學習，但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 轉見吉田千鶴子，〈陳澄波と東京美術學校の教育〉，《檔案．顯像、新「視」界──陳澄波文

物資料特展學術論壇論文集》，嘉義，嘉義市政府文化局，2011年，頁 13-19。 
33 有關陳澄波留日時期日本畫壇的「東洋熱」，可參呂采芷（羽田ジェシカ），〈終始於台灣──

試探陳澄波上海時期的意義〉，《行過江南──陳澄波藝術探索歷程》，台北，台北市立美術館，

2012年 5月，頁 13-30。 
34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藏。 
35 〈赤島社洋畫展覽本日起開於台北博物館，多努力傑作進步顯著〉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29年

10月 23日，漢文 4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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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師石川欽一郎（1871-1945）的規勸下，終於以「中國」取代「巴黎」，深入「融

合中西」課題的探討，而有了《清流》一作的完成，成為一生的重要代表作。 

陳澄波是一位深具文化意識與民族尊嚴的藝術家，據畫友們回憶：陳澄波留

學日本期間，除了學生服以外，始終一襲台灣衫，堅持自己是一位「台灣人」的

族群意識36；甚至連他所使用的畫架袋，也是用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「番布」編

製而成37。 

相對於同時代台灣畫家對西洋畫的學習，他也強烈主張發揚「東洋」的特色，

在 1933年的一次訪談中，他即明白表示：「我們使用的材料雖是舶來品，但是繪

畫的主題或完成的作品，必須是東洋的。」38
 

在當時日本畫壇的理念中，所謂的東洋，自然是相對於西洋而有的對稱；但

同樣的東洋，對陳澄波而言，顯然不是以日本為主體，而是中國，因此他盡力在

中國的水墨繪畫傳統中吸取養分，《清流》正是此一努力的成果。 

和《清流》同時展出的《綢坊之午後》（圖 9）和《早春》（圖 10），在水面

和樹枝的表現上，也都呈顯了中國水墨繪畫的用筆特色；儘管《早春》曾被張澤

厚批評為：「因筆觸傾向太豪放，幾乎把早春完全弄成殘秋去了。」39但強調筆

觸則是十分明顯的。而另幅完成於 1933年的《西湖》（一名《斷橋》），雖然回復

「物像固有色」的畫法，卻明顯地在用筆上更強化了毛筆般柔軟的特質。 

 

■ 

由於陳澄波對「融合中西」課程的關懷，使他在上海時期的交遊，幾乎不分

洋畫（西畫）界與國畫（水墨畫）界；1929年夏天，國畫界的張大千（1897-1983）

與俞劍華（1895-1979）即將赴日，行前張大千、張善孖（1882-1940，大千之兄）、

俞劍華和楊清磐等四人合畫一幅水墨花果軸，由王濟遠（可能是邀請陳澄波來滬

任教的人）加以題字，送給陳澄波作為紀念，此作迄今仍保存完好。 

上海畫界，不分洋畫、國畫畛域的交遊現象，也不是陳澄波一人獨特的現象；

事實上，陳澄波當時重要的另一活動平台「藝苑繪畫研究所」，正是結合跨界人

士的重要團體。這是一個兼具聯誼教學的藝術團體，擁有自己的空間，提供教學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參見謝里法，〈陳澄波──學院中的素人畫家〉，原刊《雄獅美術》106期，1979年 12月，台

北；收入氏著《台灣出土人物誌》，台北，台灣文藝雜誌社，1984年 10月，頁 191-231。 
37 家屬藏。 
38 〈畫室巡禮──畫裸婦〉，《台灣新民報》，1933年秋（家屬藏剪報）。 
39 張澤厚，〈美展之論畫概評〉，《美展匯刊》第 9期，上海，全國美術展覽會編輯組，1929年 5

月 4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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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辦理展覽。根據 1929 年 7 月間《申報》對藝苑所辦「現代名家書畫展覽會」

的報導，可窺見此一團體對上海藝壇人士的聯繫： 

值此霉雨連綿中。吾人於煩悶之境界。得覩藝苑繪畫研究所舉行之現代名

家書畫展覽會，於西藏路寗波同鄕會。不覺心身為之一快。先記其捐助作

品諸家。分二部：（一）書畫部。有王師子、王陶民、王一亭、王濟遠、

方介堪、江小鶼、朱屺瞻、李祖韓、李秋君、狄楚靑、沈子丞、吳杏芬、

何香凝、胡適之、馬孟容、馬公愚、俞劍華、陳樹人、陳小蝶、黃任之、

黃賓虹、商笙伯、許醉侯、張善孖、張大千、張聿光、張守彝、張小樓、

經亨頣、葉恭綽、劉海粟、潘天授、諸聞韵、樓辛壺、鄭午昌、鄭曼靑、

謝公展、謝玉岑等。（二）西畫部。有丁悚、王遠勃、王濟遠、江小鶼、

朱屺瞻、汪亞塵、李超士、李毅士、宋志欽、邱代明、倪貽德、馬施德、

唐蘊玉、張弦、張辰伯、張光宇、陳澄波、楊淸磬、潘玉良、薛珍等。薈

萃中西名家作品於一堂。蔚為大觀。……40
 

陳澄波之名，赫然在列。 

而同年 9月，有關該團體的另一則報導，更有助於我們對其性質、活動及成

員內容的瞭解： 

藝苑繪畫研究所，為促進東方文化，從事藝術運動起見，定於本月二十日

起至二十五日止，假寧波同鄉會舉行第一次美術展覽，會分國畫洋畫彫塑

三部，作家都是藝苑會員，羅列個（各）美術學校教授及當代名家凡二十

餘人，國畫部如名家李祖韓、李秋君、陳樹人、鄧誦先等。洋畫部如名家

王濟遠、朱屺瞻、唐蕴玉、張弦、楊清磐及中央大學教授潘玉良、上海美

專教授王遠勃、上海藝大教授王道源、廣州市美教授倪貽德、邱代明、新

華藝大教授汪荻浪、陳澄波，並新從巴黎歸國之方幹民、蘇愛蘭等。彫塑

部如名家江小鶼、張辰伯、潘玉良等，皆有最近之傑作。41。 

陳澄波在上海畫壇的交遊，熱情而積極，和許多畫友都有極友善的往來，且

互贈作品，如：張聿光（1885-1968）、張辰伯（1892-1949）、王濟遠、江小鶼

（1894-1939）、諸聞韵（1894-1938）、王逸雲（1894-1981）、俞劍華、潘天壽

（1898-1971）、王賢（王个簃，1897-1988）等人贈送的書畫作品，朱屺瞻

（1892-1996）、王濟遠等人的贈書，潘玉良（1895-1977）與其夫婿潘贊化 193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見〈藝苑名家書畫展紀∕七月六日起至今日止〉，《申報》，1929年 7月 9日，第 11版，上海。 
41 見〈藝苑將開美術展覽會∕本月二十起∕在寧波同鄉會〉，《申報》，1929年 9月 16日，第 11 版，

上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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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賀年卡，以及汪亞塵（1894-1983）等人的書信往返等……，在在證見陳澄

波上海時期與畫壇人士交遊的密切與廣闊。 

不過，陳澄波在和上海畫友交遊的過程中，顯然也是一個較具革命性格與前

衛思想的藝術家，因此也成為日後被稱為「中國第一個前衛團體──決瀾社」的

推動成員之一。根據龐薰琹在《決瀾社小史》一文中，即清楚記載： 

薰琹………蟄居滬上年餘，觀夫今日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，與中國文化

之日趨墜落，輒深自痛心；但自知識淺力薄，傾一己之力，不足以稍挽風

頹，乃思集合數同志，互相討究，一力求自我之進步，二集數人之力或能

有所貢獻於世人，此組織「決瀾社」之原由也。 

 

二十年夏倪貽德君自武昌來滬，余與倪君談及組織畫會事，倪君告我渠亦

久蓄此意，乃草就簡章，並從事徵集會員焉。 

 

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初次會務會議於梅園酒樓，到陳澄波君、周多君、

曾志良君、倪貽德君，與余五人，議決定名為「決瀾社」，並議決於民國

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在滬舉行畫展；卒因東北事起，各人心緒紛亂與經濟拮

据，未能實現一切計畫……。42
 

1932 年 1 月 1 日之畫展，既未實現，同月 6 日，又立即召開第二次會務會

議，陳澄波亦為與會成員之一。龐氏小史亦記： 

本年一月六日舉行第二次會務會議，出席者有：梁白波女士、段平右（佑）君、

陳澄波君、陽太陽君、楊秋人君、曾志良君、周麋君、鄧云梯君、周多君、王濟

遠君、倪貽德君，與余共十二人。議決事項為：一、修改簡章；二、關於第一次

展覽會事，決於四月中舉行；三、選舉理事，龐薰琹、王濟遠、倪貽德三人當選。

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滬，四月中舉行畫展之議案又成為泡影。43
 

俟 1932年 10月，「決瀾社」第 1屆畫展推出並發表激昂熱切的〈宣言〉時，

展出名單上已無陳澄波的名字。顯然這位一心回歸「祖國」，且在當時日文媒體

上多次被指稱為「支那（中國）畫家」的陳澄波，甚至在當時名片上也明白標示

自己祖籍是「福建龍溪」的台灣畫家，其真正的法律身分，卻仍是「日本僑民」。 

在 1932 年年初的「一二八事變」，也就是「第一次上海事變」（或稱「淞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 龐薰琹，〈決瀾社小史〉，《藝術旬刊》1卷 5期，1932年 10月，上海，頁 9。 
43 同上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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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爭」）之後，中日關係轉趨緊張，陳澄波即因「日本僑民」身分，被迫離開上

海。1932年間，先將家人送返台灣，自己也在 1933年 6月初，由上海經日本神

戶返抵台灣，結束他和上海 30年代新派洋畫運動的一段因緣。 

 

■ 

陳澄波在上海參與「決瀾社」的經驗與志業，促使他在 1933 年返台後，全

心致力推動「台陽美展」的成立。1934 年，這個台灣迄今仍存的最大民間美術

團體，終於在台北成立；一方面與官辦的「府展」相互輝映，一個在春天舉行、

一個在秋天，二方面也有著和日本官展一較長短、凸顯本地文化主體意識的意味。 

1947 年 3 月，陳澄波因「228 事件」不幸罹難後，1949 年年中，同為「決

瀾社」成員的李仲生（1912-1984），隨軍赴台，成為戰後推動「現代繪畫」的重

要推手，「東方畫會」正是他在台北安東街畫室教導下的一批學生組成44；「現代」

取代了「新派」、「東方」取代了「東洋」，隱隱中，暗含了一條陳澄波曾經經歷

參與的奮鬥路徑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4 詳參蕭瓊瑞，《五月與東方──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（1945-1970）》，台北，

東大圖書公司，1991 年 11 月。 


